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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企业和省份数据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探究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
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诸多稳健

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有效。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双循环的驱动效应存在异质性。具体而

言，对于制造业、中低技术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循环的驱动效应更强；对于开放度高、东部和第二产业比重

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得到验证。微观和宏观研究机制表明，数字化转

型主要通过外部成本的降低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两个途径提升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效率。研究结论为

双循环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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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之际，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日益猖獗，国际经济颓势逐渐

显现，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面临断裂风险，中国将面临着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马建堂和赵昌文，

２０２０）［１］。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环境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一方面是使生产、分配、流通

和消费环节主要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优化供给结构，形成供需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是使国内国际市场之间更好地互联互通，利用这两种市场资源开拓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新

局面，把握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主动权和发展方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消费不足、国外贸

易受阻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精准判断，也是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战略部署。比如中

国在疫情中建立的防御体系，就是变危机为契机，变被动为主动，构建富有弹性且效率高的内循环，并

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模式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优势富余的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国内外

联动的国际分工体系，进而畅通国际大循环。但是在建立双循环体系的过程中，提高循环质量和循环

效率的关键出路是找准促进双循环的“催化剂”。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强化经济发

展韧性，又能培育新动能、催生新业态，是驱动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催化剂”。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强势崛起对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创新创业产生深远影响（袁淳等，２０２１）［２］。
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
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此，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不仅为深化数字技术研

·１８·



究提供理论支撑，还为未来经济格局的调整提供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促进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的降低，提升研发水平、制造质量、流通速度和交易效

率，从而导致内循环成本的减少；也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形成内外联动

的产业链。因此，“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的双赢目标符合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可以作为评价

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标准。

二、文献综述

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双循环的研究比较割裂。学术界对于双循环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内在逻辑、理论机制和政策解读等方面（董志勇和李成明，２０２０；黄群慧，２０２１；钱学
锋和裴婷，２０２１）［３～５］，或者以双循环为背景，分析贸易、产业布局和自贸区等问题（林桂军等，
２０２１；贺灿飞等，２０２１；张兴祥和王艺明，２０２１）［６～８］。上述文献对双循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
和深度，但是对双循环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定性研究或者理论层面，而在测算和实证数据等定量

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考虑到双循环涉及消费、投资、贸易和产业等国民经济各方面，双循环的

具体衡量指标确认存在一定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循环度可以理解为，在满足内部市场

需求、使用国内生产要素的前提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在国内停留的次数（刘宏笪，

２０２２）［９］；国外循环度可以理解为，在满足外部市场需求、使用国外生产要素的前提下，产品生产
过程在国外停留的次数。因此，研究国内外生产长度是分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主要方式。随着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现有文献较少从“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的

经济效应，主要从企业分工、投入产出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视角对数字化转

型的经济效应进行充分探讨。从微观视角看，袁淳等（２０２１）［２］利用数理模型，研究发现数字化
转型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主要途径是降低外部交易成本。还有部分学者利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和随
机前沿方法，探讨了数字化变革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关系，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先造成效率的下降，

然后才会带动企业产出效率的上升（刘淑春等，２０２１）［１０］，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是生产效率
提升的主要驱动力（赵宸宇等，２０２１）［１１］。从宏观视角看，赵涛等（２０２０）［１２］、张晨霞和李荣林
（２０２２）［１３］在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可以发现，
现有文献大多单独从微观视角或者宏观视角分析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而采用微观宏观双视

角分析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较少。

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低成本等特征打破了市场交易的空间限制，促进了全天候泛在、无边界的

市场结构的形成，也催生了“直播＋”、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李天宇和王晓娟，２０２１）［１４］。因此，数字化
转型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蓝海”。现有文献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和“赋能外循环”效应较少，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可拓展的空间。本

文以国内生产长度和国外生产长度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准确识别到数字化转型对双循环的影响。那

么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和“赋能外循环”效应是否存在？其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回答这些问

题还需进一步分析。

本文基于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ＡＤＢＭＩＲＯ投入产出表和
中国３０个省区市（以下简称省份）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的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另外，不包括港澳
台地区），从微观企业和宏观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度和国外循环度的影响。本文尝

试作出以下贡献：（１）在研究视角上，从微观企业和宏观视角出发，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微观企业
层面剖析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度和国外循环度内在机制的影响，并在省份宏观层面验证数字化转

型通过影响外部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２）在研究方法上，利用文本识
别的方法对上市企业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关联词汇进行识别和配对，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为后续识别

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提供数据支撑。（３）在研究内容上，从行业、技术、脱实向虚、地区等
异质性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充分解读数字化转型影响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的结构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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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为未来的政策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三、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设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流行等外部环境恶化的形势下提出的，其目标是打

破国内发展困境，摆脱国外技术封锁，而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国内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创新发展，助力

中国破解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局面。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和应用场景，通过升级供给体系和需求体

系对畅通内循环和赋能外循环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提供广阔的空间。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技术，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满足民众多样性的消费需求，也刺激了内部投资需

求（李天宇和王晓娟，２０２１）［１４］，为国内循环增添活力；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
全方位改造，助力中国产业从低端陷阱中跳出来，赋能国外循环。以下对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

与“赋能外循环”效应进行深入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涵盖技术、模式、制度等多维度经济范式的技术变革（黄群慧和贺俊，

２０１３）［１５］，可以疏通内部循环各环节的堵点。在生产环节，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经营便利程
度，通过发展电子政务或者网上审批，推动企业政务服务材料、时限和环节的减少，提升企业在生产环

节相关事项的办理效率；在流通环节，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模式、业态和场景方面的创新，利用各类互

联网平台，减少资源匹配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在分配环节，利用数据定价机制，推动数据

资源化和资本化，释放数字红利，推动数据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在消费环节，数字货币体系的构建促

进民众消费，也加快数字货币在跨境交易、大额转账和消费支付等场景的应用，提升双方交易效率。

另外，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消费者开展线上交易，在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后，实现消费结

构升级，推动国内经济的循环发展。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呈现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本文

提出：

假设１：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国内循环效率，即数字化转型具有“畅通内循环”效应。
数字经济无边界的特点打破国家之间的地理界线，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和减少外部成本。从国

际经贸角度来看，受新冠疫情和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政策的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呈现下降趋势，国外

循环存在中断的风险。通过贸易数字化转型，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选择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或

者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进口，这些都促进中国积极利用外部市场，加深与国外市

场联通程度，对带动外部循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积极推进数字自贸区建设，赋能商业模式创

新，打造线上平台，鼓励非接触贸易和数字贸易，依托数字技术简化贸易流程、催生新型贸易增长点。

从产业链安全角度来看，美国等国家为解决国内矛盾、遏制中国发展，持续号召中高端制造业回流，并

推动与中国脱钩，加之中国关键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产业链和价值链存在安全风险（黄群慧和倪

红福，２０２１）［１６］。通过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积极推进产业链云平台的建设，加强核心产业链自主可
控的能力，协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等一系列供应商，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

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数字经济场景（例如，云签约、智

慧配送、健康码通勤等）资源丰富，互联网产业和数据产业不断壮大，这些促使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

国际分工中有着比较优势。依托人工智能、５Ｇ、大数据，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中国打破低端锁定困局，
实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步起跑。虽然传统的产业链不断收缩，但数字技术却不断促进产业链的延

长（江小涓和孟丽君，２０２１）［１７］。从产业分工角度来看，在中国向价值链高端跳跃受到阻力时，数字化
转型促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分工中形成利益共同体。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沿线的

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初期，存在产业升级、价值链分工和产能合作的客观条件。因此，以数字贸易为

突破口，发挥数字化企业作用，实现平台化生态和资源共享，促进创新能力跨国界转移（江小涓和孟丽

君，２０２１）［１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形成外部经济产业发展的良性
循环。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２：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国外循环效率，即数字化转型具有“赋能外循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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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外部成本效应。首先，数字化转型通过模块化降低外部成本。复杂的产品，比如汽车，进行

全球分工时，质量和技术方面的匹配以及迭代同步所带来的成本相对较高。然而数字化模块化不仅

降低技术门槛，也减少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研发设计、技能整合、边做边学和制造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

数量（Ｘ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２０１８）［１８］。数字化模块通过分解有关设计、制造、销售等环节的任务，利用数字网
络将这些环节的分解部分进行有效连接和共同提高。因此，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简单化，同时

产生外溢效应，便于学习和传递，压缩内外部经济循环的成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价值链上向高端

攀登的机会。其次，数字化转型助力产业链各部分降低外部成本。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迅速扩散

和传播，可以帮助企业与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接触和交流，并了解对方的履约历史和资信水

平等信息，进而方便企业对潜在对手进行筛选，有利于搜寻成本的降低（Ｍａｌｏｎ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１９］，也减
少了企业与交易对手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所付出的谈判、协商成本（施炳展和李建桐，２０２０）［２０］。同时
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平台，通过跨境贸易的数据信息，在相关算法的基础上对消费者需求进行预

测，调整供应商的生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些都减少了产业链循环中的堵点、难点和断点，提升了

产业链循环效率。最后，数字技术通过消除距离影响降低外部成本。大数据、物联网、５Ｇ等数字技术
的发展，不仅减少了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监控成本，也减少匹配和协调成本。根据现有研究，数

字技术可以消除距离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外部成本，从而帮助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分工

地位（Ａｂｅｌ－Ｋｏｃｈ，２０１６）［２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企业依托数字技术更容易参与后向关联的价值链，
也更倾向出口（Ｌａｎ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２２］。因此，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发展数字化新兴产业，推动数字
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降低外部成本，提升竞争力，促进国内产业与国际产业进行高水平对接，提升内

外部产业循环效率。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数字化转型为技术创新提供新方式，数字技术将各个国家的专家、技术

人员联系在一起，利用数字化方式共享研发过程。这种创新方式迅速推进了商业模式的全球化形态。

数字技术通过普及异质性标准来增加模块化程度，促进传统制造业通过外包形式实现区域间协同，进

而促进生产率的提升（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２０２１）［２３］。数字经济时代，创新能力和产业跨国界转移，促使科技能
力融入全球系统，提升了产业链的循环效率。另外数字技术可以助推中国补齐技术短板。数字化转

型促使中国从集成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精准发力，提升在基础软件、关键芯片等方面

的研发投入，解决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问题，突破核心技术，并在关键产品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措施，

提升生产效率，从而突破中国产业循环的堵点和断点，提升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质量和运行效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３：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外部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促进“畅通内循环”与“赋
能外循环”效应的显现。

四、计量模型设定

（一）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度和国外循环度的影响，在借鉴施炳展和李建桐

（２０２０）［２０］、袁淳等（２０２１）［２］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Ｙｉｔ＝β０＋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Ｘｉｔ＋μｉ＋νｔ＋λｃ＋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ｔ表示企业ｉ在ｔ年的国内循环度与国外循环度；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ｔ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
业ｉ在ｔ年的数字化程度；Ｘｉｔ表示控制变量合集，μｉ，νｔ，λｃ，εｉｔ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参考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７）［２４］的做法，在ＡＤＢＭＲＩＯ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对中国国
内增加值进行分解，具体公式如下：

Ｖ^ＢＹ^＝Ｖ^ＬＹ^Ｄ ＋Ｖ^ＬＹ^Ｆ ＋Ｖ^ＬＡＦＢＹ^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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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ＬＹ^Ｄ ＋Ｖ^ＬＹ^Ｆ ＋Ｖ^ＬＡＦＬＹ^Ｄ ＋Ｖ^ＬＡＦ（ＢＹ^－ＬＹ^Ｄ） （２）
式（２）中，基于经典里昂惕夫（Ｌｅｏｎｔｉｅｆ）方程可以得出Ｂ＝（Ｉ－Ａ）－１，其中，Ａ表示ＡＤＢＭＲＩＯ数据库
中的６４个经济体３５个行业的投入系数矩阵。基于局部里昂惕夫（Ｌｅｏｎｔｉｅｆ）逆矩阵，可以得出Ｌ＝（Ｉ－
ＡＤ）－１，其中，ＡＤ表示国内投入系数矩阵，ＡＦ表示进口投入系数矩阵，ＹＤ表示满足国内需求额最终使用

矩阵，ＹＦ表示满足国外需求额最终使用矩阵，Ｖ表示增加值系数矩阵，Ｖ^为 Ｖ的对角矩阵。涉及到全球
贸易活动的国内增加值与中间产品的出口相关，主要包括由进口国直接吸收的中间品出口、转口至第

三国的中间品出口、返销至本国的中间品出口，因此，将国内增加值生产总长度分为国内生产长度与

国外生产长度，其中，国内生产长度表示国内循环度，国外生产长度表示国外循环度。基于此，国内增

加值可以表示为：

ＶＹＧＶＣ ＝Ｖ^Ａ
ＦＹ^＋Ｖ^ＡＤＡＦＹ^＋Ｖ^ＡＦＡＹ^＋Ｖ^ＡＤＡＤＡＦＹ^＋Ｖ^ＡＤＡＦＡＹ^＋Ｖ^ＡＦＡＡＶＹ^＋Ｌ＝Ｖ^ＬＡＦＢＹ^ （３）

将国内生产长度设置为权重，国内增加价值引发的国内产出可以表示为：

ＸｄＧＶＣ ＝Ｖ^Ａ
ＦＹ^＋２Ｖ^ＡＤＡＦＹ^＋Ｖ^ＡＦＡＹ^＋３Ｖ^ＡＤＡＤＡＦＹ^＋２Ｖ^ＡＤＡＦＡＹ^＋Ｖ^ＡＦＡＡＶＹ^＋… ＝Ｖ^ＬＬＡＦＢＹ^（４）

国内增加价值引发的国外产出可以表示为：

ＸｉＧＶＣ ＝Ｖ^Ａ
ＦＹ^＋Ｖ^ＡＤＡＦＹ^＋２Ｖ^ＡＦＡＹ^＋… ＝Ｖ^ＬＡＦＢＢＹ^ （５）

由此，根据式（３）和式（４），国内循环度可以表示为：

ＰＬＶＤ＝
ＸｄＧＶＣ
ＶＹＧＶＣ

＝Ｖ^ＬＬＡ
ＦＢＹ^

Ｖ^ＬＡＦＢＹ^
（６）

根据式（３）和式（５），国外循环度可以表示为：

ＰＬＶＩ＝
ＸｉＧＶＣ
ＶＹＧＶＣ

＝Ｖ^ＬＡ
ＦＢＢＹ^

Ｖ^ＬＡＦＢＹ^
（７）

对于企业层面的国内循环度和国外循环度，参考Ｊｕ和Ｙｕ（２０１５）［２５］的方法，使用海关ＨＳ编码信
息，计算上市企业产品在各个行业的权重，然后进行加权平均整理出上市企业的国内循环度和国外循

环度。其中，企业层面的国内循环度为：

ＰＬＤ＝∑Ｎ

ｉ＝１
ＰＬＶＤ×Ｘｉｊ／Ｘｊ （８）

同理，企业层面的国外循环度为：

ＰＬＩ＝∑Ｎ

ｉ＝１
ＰＬＶＩ×Ｘｉｊ／Ｘｊ （９）

在式（８）和式（９）中，Ｘｊ代表ｊ企业的总出口，Ｘｉｊ代表ｊ企业在行业ｉ的出口。
核心解释变量。有关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且主要从理论定性角度出发（焦

勇，２０２０）［２６］，使用行业层面或者省份层面的数字经济衡量数字化水平。在屈指可数的企业层面的
文献中，学术界主要从数字化的无形资产占比、计算机员工占比、信息化系统应用来衡量微观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李坤望等，２０１５；王永进等，２０１７；王立彦和张继东，２００７）［２７～２９］。这些指标虽
然直观，但难以准确反映微观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基于此，借鉴袁淳等（２０２１）［２］、吴非等
（２０２０）［３０］的研究方法建立数字化词典，根据文本分析法对上市企业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
分有关企业数字化的关键词汇进行识别和频率计数，并以该关键词频率总和与年报“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的文本长度之比来刻画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该指标可以较为准确和有效衡量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这是因为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主要呈现企业的关键战略导向，体

现企业未来经营和发展方向。

对于数字化词典，依据《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金融科技（ＦｉｎＴｅｃｈ）发展规
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和相关会议、新闻，构建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术语词典。这些术语词典主要包括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８１个词汇。利用Ｐｙｔｈｏｎ爬虫功能，统计上述词汇在年报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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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出现的频数，然后加总处理，进而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参照现有文献，引入公司层面与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其他潜变量对回归

结果的干扰。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如下：资本密集度（ｃａｐｉｔａｌ），采用企业固定资产与职工人数之比
并取对数来表示；资产收益率（ｒｏａ），采用净利润与企业总资产之比表示；产权性质（ｓｏｅ），国有企业
取值为１，反之为０；子公司数量（ｓｕｂｓ），采用企业合并报表子公司数量加１并取对数来衡量；企业
规模（ｓｉｚｅ），采用总资产对数来表示；资产负债率（ｌｅｖ），采用企业总负债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来刻
画。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如下：互联网普及程度（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采用企业所在城市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与
总人口数量之比来刻画；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采用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并取对数来衡量。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ＰＬＤ 内循环（国内生产长度） ４２９４ ２．３２３ ０．９３０

ＰＬＩ 外循环（国外生产长度） ４２９４ ０．９８７ ０．３３４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 数字化转型 ４２９４ ０．１６４ ０．２６１

控制变量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本密集度 ４２９４ １２．４２１ ０．９４７

ｒｏａ 资产收益率 ４２９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８

ｓｏｅ 产权性质 ４２９４ ０．３８４ ０．４８６

ｓｕｂｓ 子公司数量 ４２９４ ２．１８３ １．０３５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４２９４ ２１．９５８ １．３１６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４２９４ ０．４０６ ０．２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互联网普及程度 ４２９４ ０．３６１ ０．３４８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４２９４ １１．０５８ ０．６４６

数据来源。样本源于四套数据，分别是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 ＡＤＢＭＲＩＯ世界投入产出表、海关总
署发布的进出口产品贸易年度数据、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时间
跨度分别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的（１）～（３）列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国内循环的估计结果，（４）～（６）列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影
响国外循环的估计结果。（１）、（４）列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了企业、年份固定效应。（２）、（５）列
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控制变量，（３）、（６）列则进一步加入行业固定效应。根据表２的（１）～（３）列估计结
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ｇｉｔａｌ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如果Ｄｉｇｉｔａｌ每提升１％，国内循
环度将增加１７．５％，说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促进国内生产长度的上升，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上述结
果验证了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效应。观察表２的（４）～（６）列估计结果可知，Ｄｉｇｉｔａｌ估计系数仍
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支撑的国外循环度在不断延伸。Ｄｉｇｉｔａｌ每提升１％，国外循环
度将增加６５％，表明中国推动传统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并将优势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
进国外循环度的上升。“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也凸显出中国有必要构建以中国为主

导的区域价值链或者全球价值链。这验证了数字化转型的“赋能外循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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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Ｄ ＰＬＤ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Ｉ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２１７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ｒｏａ
０．８２２ ０．９４０ ０．２８７ ０．２９３

（０．３７４） （０．３７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５２）

ｓｏｅ
－０．２７０ －０．２４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ｓｕｂ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ｌｅｖ
０．６００ ０．５６７ ０．２５９ ０．２５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ｇｄｐ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４）

常数项
２．１４５ １．５９３ １．８２２ １．０５７ ０．７１３ ０．５９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８） （０．５４７） （０．０５８）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Ｒ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１．改变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ｇｉｔａｌ计算口径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式重新计算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１）前文提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到的

词汇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四个维度，然而数字化词典中覆盖到这四个维度

的词汇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数字化词典对各个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标准具有异质性。基于

此，从这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细分指标，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这４个细分指标
合成新的数字化转型指标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ｃａ。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３的（１）～（２）列。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
的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变更企业数字化转型计算口径后，数字化转型依然
有效实现“畅通内循环”和“赋能外循环”的双赢目标。（２）由于行业之间差异性较大，借鉴袁淳等
（２０２１）［２］的研究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均值作为代理指标，记为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ａｎ。具体估计结果
见表３的（３）～（４）列。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仍然比较显著。因此，无论对核心解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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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何种变更，本文核心结论仍然稳健。

表３　稳健性检验Ⅰ：改变Ｄｉｇｉｔａｌ计算口径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ｃａ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ａｎ
１．２９３

（０．３４４）
０．３４４

（０．１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Ｒ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水平。

２．排除企业策略性行为
基于文本分析法建立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可以较为准确地捕捉企业真实的数字化程度，但上市企

业的策略性行为会导致该指标存在偏误。比如企业真实的数字化程度要低于年报公布的数字化情

况，这会导致数字化转型指标严重偏误。根据赵璨等（２０２０）［３１］的研究，企业在“互联网 ＋”信息披露
方面存在蹭热度或者策略性炒作现象，即夸大信息披露。为了避免企业策略性行为对研究结论的影

响，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１）剔除创业板上市公司。高新科技上市企业大多集中在创业板块，且与大数
据、工业４．０、互联网有诸多联系，因此，本文将创业板上市公司全部剔除并重新进行检验。（２）仅保留信
息披露考评较好的上市企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考评，对于考评结果良好

及以上的公司，不大可能存在策略性行为。（３）剔除被处罚过的上市企业。在样本期间内，因信息披露
问题被证券交易所或者证券监督委员会处罚过的上市公司，可能存在策略性行为。本部分将剔除这些公

司重新进行检验。表４的（１）、（３）、（５）列分别表示进行剔除创业板上市公司、仅保留信息披露考评较好
的上市企业、剔除被处罚过的上市企业处理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度的估计结果。观察可知，核

心解释变量Ｄｉｇｉｔａｌ估计系数在本部分稳健性检验中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具有稳健的“畅通内循
环”效应。由（２）、（４）、（６）列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ｇｉｔａｌ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即数字化转型
具有“赋能外循环”效应。综上所述，本部分稳健性检验与基准研究结论一致。

表４　稳健性检验Ⅱ：排除企业策略性行为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剔除创业板公司 保留考评较好的公司 剔除被处罚过的公司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２０４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７）
０．２４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６４ ３４６４ ２４５８ ２４５８ ３１０１ ３１０１

Ｒ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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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国内外循环度互为因果，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企业数字化程

度的提升会改善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外部成本，推动国内循环度和国外循环度的扩张；另一方面，国内

外循环度持续的扩张也有动力和需求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了降低上述因果关系对研究结论

的内生性干扰，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增加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借鉴易露霞等（２０２１）［３２］的研究，选取企业所在城市上市企业的数量之和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一般与所在城市的企业数量密切相关，当所在城市的上

市公司数量较为密集时，企业往往面临着生存压力或者竞争压力，那么企业有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

这符合相关性要求。企业所在城市上市企业的数量与国内循环度、国外循环度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

符合外生性要求。表５的（１）～（２）列汇报了估计结果。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值在１％的水平上通
过显著性检验，排除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可能性，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值大于１０，说明弱工具变量问
题不存在。可以发现，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ｖ１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结论相差不大。借鉴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３３］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１９８４年各地级市的邮电数据作为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
量。这是因为，企业所在地的通信方式主要从技术水平等方面对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产生影响，符合

相关性条件；各地级市的邮电作为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内外循环度的相关性较弱，符合外生性条件。

由于本文数据是面板数据，因此，借鉴赵涛等（２０２０）［１２］的思路，使用１９８４年各地级市的邮电数据（每
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与滞后一期的全国互联网人数的交互项作为当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

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５的（３）～（４）列。可以发现，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ｖ２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的
稳健性。

表５　内生性处理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ｖ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ｖ２
３．４９４

（１．１３５）
１．３０３

（０．４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７．４０ ５．５４ ５．１９ ８．７７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９．１６ ３０．２１ ２８．１１ ２８．１９

观测值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０５０ ４０５０

Ｒ２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２６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三）异质性检验

前文普适性检验虽然为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和“赋能外循环”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但是遗

漏了异质性信息，导致前文结论得出的建议可能出现钝化。为提高研究的精确性，将上市企业的结构

性差异特征纳入考量，从而有效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本部分通过企业行业

特性、技术特性和脱实向虚行为差异进行异质性研究。

表６的（１）～（４）列是基于行业性质的视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进行异质性检验。具
体来说，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度与国外循环度的影响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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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表现为：既“畅通内循环”又“赋能外循环”。对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

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于制造业企业，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制造业企业数字化

程度不断提升，数字化转型提高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效应、精准突破制造业产业内循环的堵点，

促进模式、业态和产品方面的创新，从而提升国内循环效率，实现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在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外部成本不断优化，为摆脱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和改善

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中国将部分优势制造业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内外联动的产业

链、供应链，实现赋能外循环的经济效应。对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未能实现“畅通内循

环”和“赋能外循环”效应，究其原因，初级产业和服务业的生产、销售未涉及到多个可分离的阶段，导

致企业边界的变化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太敏感（袁淳等，２０２１）［２］。对于初级产业和服务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难以通过降低外部成本和提升生产率实现内外循环效应。

表６　异质性分析Ⅰ：基于行业和技术性质的视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制造业 初级产业与服务业 中低技术行业 高技术行业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５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７）
０．２２４
（０．２３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９）

０．１４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８）
０．５０２
（０．４８６）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６９ ２９６９ ９５５ ９５５ ２８０９ ２８０９ １５９ １５９

Ｒ２ ０．８０４ ０．７６６ ０．８７５ ０．８７５ ０．８０５ ０．７７２ ０．６５２ ０．６３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表６的（５）～（８）列是基于技术性质的视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进行异质性检验。中
低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度与国外循环度的影响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高技术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大数据与中低技术制造业的高度融合可以精

准组织各个生产环节，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内循环成本，从而在更大的空间内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李天宇和王晓娟，２０２１）［１４］，有效提升内循环效率。大数据促进中低技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少了
对生产要素的跟踪成本，从而降低匹配成本（江小涓和孟丽君，２０２１）［１７］，通过产能合作形式将低端生
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利于国外循环效率。高技

术行业短板突出，在传感器、高端芯片等上游核心零部件方面严重依赖进口，造成产业内循环的堵点

和难点，进而导致数字化转型的内循环效应不明显。此外，中国高技术行业还面临“低端锁定”困境，

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高技术行业与中国脱钩，造成高技术产业存在断链风险，导致数字化转型的

“赋能外循环”效应难以显现。

表７是基于“脱实向虚”视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进行异质性检验。本研究以市
值账面比来刻画上市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当市值账面比较高时，企业“脱实向虚”；当市值账面

比较低时，企业“脱虚向实”。可以发现，市值账面比较高的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效应不显著；市值账面比较低的公司，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当企

业“脱实向虚”时，企业内部资源会偏向虚拟经济，其决策导向也由创新决策转向金融决策，这不

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易露霞等，２０２１）［３２］，从而导致企业游离于国内外大循环之外。当企业
“脱虚向实”时，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遵循科技创新的发展路径，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满足国内

大循环和国外大循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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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异质性分析Ⅱ：基于脱实向虚的视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市值账面比较高 市值账面比较低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２５１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６）

０．２０４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５１６ １５１６ ２７７８ ２７７８

Ｒ２ ０．１６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０％的显著水平。

六、基于宏观数据的检验

（一）中国数字化转型能否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效应和“赋能外循环”效应，使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的省际
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进行检验。参考杨慧梅和江璐（２０２１）［３４］的做法，构建各省份数字
化转型指标。另外，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内循环与外循环进行量化。对于内循环，只有生产、分配、流

通和消费各个环节互联互通、协同发展，国内循环效率才能提升。本研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内循环

各个环节进行整体量化，具体模型如下：

槡Ｄ＝ Ｃ×Ｔ

Ｃ＝
４
ρ１×ρ２×ρ３×ρ４
（ρ１＋ρ２＋ρ３＋ρ４）槡 ４

Ｔ＝ａρ１＋ｂρ２＋ｃρ３＋ｄρ










４

（１０）

式（１０）中，ρｉ分别表示内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Ｃ表示耦合度，Ｔ表示内循环各环节综
合指数，考虑到内循环各环节都很重要，设定 ａ，ｂ，ｃ，ｄ均为０２５。其中，内循环生产环节采用省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来衡量，分配环节采用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流通环节采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来表示，消费环节采用居民消费水平来表示。通过式（１０），各省份内循环的耦合协调度可以被具体量
化。内循环主要通过产能输出和产业转移影响外循环，因此，采用产能输出和产业转移来衡量外循

环，其中，选取贸易进口额和贸易出口额表征产能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表征产业转移，

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外循环进行整体量化。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具体结果见表８。表８
的（１）～（２）列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化转型对内循环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存
在“畅通内循环”效应。（３）～（４）列估计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也具有“赋能外循环”效应。

表８　基于宏观数据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ＬＤ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８）
０．２３７

（０．１３５）
０．３３３

（０．１５７）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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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ＬＤ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Ｉ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Ｒ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二）哪些地区的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更强

为进一步检验哪些地区的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更强，本部分引入哑变量，同时引入其与数字化转

型的交互项。其中，对外开放度与第二产业比重大于中位数的，则哑变量Ｈ＿ｏｐｅｎ与Ｈ＿ｉｎｄｕ取值为１，
反之为０。所在地区为东部地区时，哑变量Ｄ＿ｅａｓｔ取值为１，反之为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９。根据表
９的（１）～（２）列估计结果，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ｐｅｎ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方，
数字化转型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效应越显著。根据表９的（３）～（４）列估计结果，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ａｓｔ的估
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显著。根据（５）
～（６）列估计结果，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ｉｎｄｕ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
型的内循环与外循环效应越显著。究其原因，对于开放程度高、东部、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创新

能力跨界转移越容易，数字技术与当地产业链、价值链融合越紧密，且数字化转型助力这些地区降低

外部成本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导致这些地区数字化转型“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更强。

表９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开放度 东部地区 第二产业比重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ｐｅｎ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４）
０．４８５

（０．２２２）

Ｈ＿ｏｐｅｎ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ａｓｔ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６３１

（０．２２８）

Ｄ＿ｅａｓ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ｉｎｄｕ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４）
０．３９２

（０．１１３）

Ｈ＿ｉｎｄ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７
（０．２０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５９２

（０．２４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９）
０．３８９
（０．３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５３９

（０．２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Ｒ２ ０．１８４ ０．０１６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５ ０．０５７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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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制分析

（一）微观视角的机制检验

１．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外部成本的影响
究竟数字化转型有没有推动上市企业外部成本的下降？本研究通过计量分析来回答。借鉴李坤

望和王永进（２０１０）［３５］的研究方法，使用行业契约密集度作为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行业契
约密集度越高，行业契约越不制式化，企业需对外进行谈判才能签订契约，导致外部成本上升。当行

业契约密集度低于中位数时，哑变量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取值为１，反之为０。同时将哑变量 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与交互
项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分别纳入模型中，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１０。可以发现，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估计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外部成本越低，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越显著，

因此，企业外部成本降低是数字化转型促进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有效机制渠道。

表１０　微观机制检验：外部成本的下降

变量
（１） （２）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４２０

（０．２３１）
０．１５８

（０．０９６）

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３９３０ ３９３０

Ｒ２ ０．８４５ ０．７９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表示１０％的显著水平。

２．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影响双循环的核心驱动力。如果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那

么会对国内大循环与国外大循环产生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是构

建“双循环”格局的必然之义（张志鑫和闫世玲，２０２２）［３６］。江小娟和孟丽君（２０２１）［１７］研究表明，数字
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那么数字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进而提升国内外生产长度？本研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检验。借鉴王桂军和卢潇潇

（２０１９）［３７］的研究方法，测算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１１。可以发现，数字
化转型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畅通国内循环和赋能国外循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数字

化转型促进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有效机制渠道。

表１１　微观机制检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Ｄ ｔｆｐ ＰＬＤ ＰＬＩ ｔｆｐ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８）

·３９·

　张晨霞，俞萍萍：数字化转型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表１１（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ＬＤ ｔｆｐ ＰＬＤ ＰＬＩ ｔｆｐ ＰＬＩ

ｔｆｐ
０．２５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４２９４

Ｒ２ ０．０５２ ０．５３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１ ０．５３４ ０．０８３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二）宏观视角的机制检验

１．外部成本效应
采用市场化水平作为外部成本的代理变量。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要素和资源的流动被某种垄

断势力阻碍，经济效率差，外部成本相对较高。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外部成本相对较低，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也相对容易形成。刘志彪和孔令池（２０２１）［３８］研究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是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主要依托国内市场。参考王小鲁等（２０１９）［３９］的
做法，采用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来刻画市场化水平，若市场化指数高于中位数，那么哑变量 Ｈ＿Ｍａｒｋｅｔ取
值为１，反之为０。同时将Ｈ＿Ｍａｒｋｅｔ和交互项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Ｍａｒｋｅｔ加入基准模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１２的（１）～（２）列。可以发现，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Ｍａｒｋｅｔ对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市
场化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和赋能外循环效应越明显。

２．技术进步效应
采用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来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技术进步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竞争力

和创新力，突破现阶段的发展瓶颈，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黄群慧和倪红福（２０２１）［１６］研究表明，自主创
新为主的技术进步可以突破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和断点，实现双循环畅通无阻。张志鑫和闫世玲

（２０２２）［３６］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内循环，并支撑带动国外大循环。数字化转型能否通过技术
进步促进双循环格局的形成？本研究将进行计量检验。借鉴杨慧梅和江璐（２０２１）［３４］的研究方法，利
用数据包络法测算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各省份 ＧＤＰ作为产出，资本和各省份就业人数作为
投入。若技术进步高于中位数，那么哑变量Ｈ＿ｔｆｐ取值为１，反之为０。同时将 Ｈ＿ｔｆｐ和交互项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ｔｆｐ加入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１２的（３）～（４）列。观察可知，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ｔｆｐ对内循环和外循
环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技术进步越明显，数字化转型对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推动效果越显

著。表１２估计结果显示，当地区的外部成本较低、技术进步较显著时，数字化转型对双循环的驱动作
用更加重要，即数字化转型对双循环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外部成本降低和技术进步是数字

化转型提升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机制渠道。

表１２　宏观机制检验：外部成本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４）
０．６２２

（０．１７９）

Ｈ＿Ｍａｒｋｅ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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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ＬＤ ＰＬＩ ＰＬＤ ＰＬ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ｔｆ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Ｈ＿ｔｆ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０．２４８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４８０

Ｒ２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４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

八、结论和启示

本研究基于微观和宏观视角，采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国泰安（ＣＳＭＡＲ）上市公司数据库、海关进出口
数据库、ＡＤＢＭＩＲＯ投入产出表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份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
环和国外循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１）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
应。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诸多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可靠和有效。（２）微观和宏观研究机制表明，
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外部成本的降低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等两个途径提升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的

效率。（３）分行业异质性研究表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得到有
效验证；分技术异质性研究表明，中低技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得

到有效验证；分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开放度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和第二产业比重高的地区，数字化转

型的“畅通内循环”与“赋能外循环”效应得到有效验证。另外，对于专注于实业投资的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双循环的驱动效应最为有效。基于此，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以内循环为主体和外循环为辅助，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联

互通。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推动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外循环促进内循环的新

发展格局。虽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互利共赢、分工合作仍是时代主题。不断推动数字贸易、吸

引高质量人才和外商投资，构建新型对外开放新体制。同时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促

进管理、技术、装备、资金等生产要素与沿线国家交融合作。

第二，加大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力度。积极驱动企业在组织层面和技术层面与数字技术的融合，

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夯实微观基础。重视数字化等新型基础设施，同时有针对性地布局新基

建，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和发展平台，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释放数字化转型对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的

红利优势。另外，考虑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差异性特征，应对制造业、中低技术企业、专注实业发展

的企业进行重点引导和扶持，助推相关类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竞争力，驱动内循环和外循环效

率的提升。

第三，持续推进契约环境和营商环境水平的提高，同时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前文研究发现，降

低外部成本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数字化转型“畅通内循环”和“赋能外循环”效应的重要传导途径。

制度环境的改善是降低外部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应加强体制改革，提高治理水平，提高营商环境水

平，化解企业外部交易风险，并减少外部成本。技术水平的提升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继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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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积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将国家创新体系与重点产业集群对接，对基础性、战略

性技术问题进行集中攻关，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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